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国际组织外交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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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与联合国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声称其目标为在乌克兰境内实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以及中立地位。2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等国家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该草案的主旨在于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同时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使用武力，无条件的撤出乌克兰。由于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反对，该决议草案遭否决。2月27日，安理会投票决定，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联大决议与先前安理会草案相比，除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外，还加入了针对白俄罗斯的相关条文。当地时间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成员进行投票表决，通过了由乌克兰等超过90国共同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此次投票中有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因此决议草案通过。4月26日，列支敦士登等国家提出限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提案，该提案获得通过。当地时间5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维护乌克兰和平与安全“深表关切”。声明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承担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安理会“强烈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这份声明由挪威和墨西哥起草，当天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这是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份相关声明。
随着俄乌冲突事态的升级，全球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许多国际治理的平台被用作制裁俄罗斯的工具，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遭到破坏。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发动了六轮制裁，他们将规则当作武器，动摇着世界的制度基础。例如，SWIFT作为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本是旨在提供安全、快速和低成本的国际金融服务，却被西方国家用作制裁俄罗斯的“杀手锏”，这不仅导致其本身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大大下降，还使得其他的国际治理机构受到同样的质疑。
其次，大国政治重回国际治理舞台的中心，全球治理机构的功能萎缩。 不论是控制俄乌事态升级、阻止战争爆发，还是战后调停与斡旋，联合国与欧洲安全机制都无法控制局面，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脆弱性与有限性。大国间的博弈超越了原有的国际机制，国际治理进入大国主导的阶段，例如，美国阻挠WTO法官连任导致上诉机制停摆，中印拒绝接受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的减排草案，美国屡次“退群”导致多边治理机制功能萎缩等等。同时，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日益明显，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双方博弈的烈度不断提升，这将进一步导致国际治理局面的复杂。
最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信任下降，全球治理合作受到挑战。俄乌冲突爆发后，旧式地缘政治思想回流，权力再次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由于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全方位、多领域的制裁，导致俄罗斯与欧洲在油气、金融、经济、艺术等领域“脱钩”，俄罗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与打击。可以认为，欧美国家所实施的制裁都是在全球相互依赖的基础上进行的，若俄罗斯并未融入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进程，那么这些制裁手段就无法发挥效用。考虑到俄罗斯被制裁的严重性与相互依赖的脆弱性，许多国家作出了自我保护的战略反应，考虑降低与其他国家的彼此依赖，以此规避风险。因此，国家出于安全考虑的自我防御将进一步导致相互依赖脆弱化，赖于国家间信任与合作的全球治理也面临挑战。
在国际治理遭遇危机的当下，西方的国际治理理念与体系出现失语，暴露出其弊端与不足。二战后，西方国家掌握了国际秩序的建制权与话语权，借此在国际体系内获得了许多利好，并且将非西方国家排斥在国际体系的边缘位置。非西方国家由于历史的制约与自身实力的不足，难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无法走进国际治理的核心。发达国家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所具备的话语权巨大，主导着议程与规则的确立，将西方世界的价值偏好融入国际治理的过程中。但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治理陷入赤字，经济、科技、就业、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俄乌冲突更是加剧了情势的严重性，但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对此应对不力，无法化解全球性危机，全球治理供需失衡。 此外，俄乌冲突后，西方国家主导了国际舆论场，对俄罗斯发起“舆论战”，运用自身在国际治理体系与国际组织中的特权，将俄罗斯塑造成世界和平的破坏者与敌人。西方国家罔顾俄罗斯的正当关切，并予以全方位打压与孤立，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
针对俄乌冲突后的新问题与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不足，俄罗斯在联合国框架下呼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传统国际秩序。普京指出，许多过去的全球治理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但新的方法尚未制定出来。如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大批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他们有着自身的治理理念与诉求，谋求与自身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治理话语权，参加国际治理的意愿与积极性大大提高。而现有的治理体系落后于不断发展的世界格局，导致了全球治理模式的失灵。因此，俄罗斯支持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改变原来由西方国家独掌话语权的做法，增加新兴国家的参与度与代表性，使得治理方案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与利益。俄罗斯在全球治理方面具有较强的变革与引领意识，代表广大新兴国家给出了应对治理难题的方案。


二、俄罗斯与上合组织
1.积极推动构建多极世界
自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破裂。俄罗斯更加高度重视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非西方”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机制，试图通过积极参与“非西方”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机制推动构建多极世界。
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现在是少数能够抵制西方强加的单极世界秩序的组织之一。尽管该组织创立时间比北约要晚得多，且并不像北约那样是对参与国具有严格标准和义务的军事政治联盟，但就国际影响力和意义而言，上合并不逊色于北约。”
俄罗斯媒体将上合组织的扩员与俄乌冲突等近期重大事件相挂钩，指出这都体现了原有世界秩序的崩溃——“许多国家在几年前对加入上合组织表现出了兴趣并开始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而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事件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最近几个月的危机——俄乌战争、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升级表明了原有世界秩序的崩溃，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正形成。”

2. 构建“反西方阵营”，抵御西方压力
尽管此次会议的东道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撰文指出“不结盟地位、开放性、不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是上合组织吸引力的保证”，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也清醒地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并非“反西方联盟”（“与北约不同，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不会对各国施加任何严格的义务，也不会阻止它们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因此，印度既是上合组织成员，又与美国等同为“美日印澳”联盟的成员。该专家强调，上合的吸引力在于灵活性和自由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成员国而言可以被认为是政治风险的对冲。）俄罗斯舆论界依然有声音试图将上合组织塑造为“反西方阵营”。今年上合峰会期间，俄罗斯多家主流媒体（如《共青团员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和知名网络媒体（如lenta.ru）以醒目标题试图将上合峰会描绘成“反西方联盟”。如有文章标题为“普京将启程在上合峰会上建立反西方联盟”；“上合是我们对北约的回应——9月中俄将巩固战略同盟关系”；“上海回应——中俄对抗欧盟和北约”；“普京与习近平建立反西方联盟”等。
可见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破裂，俄罗斯试图在国际和地区治理中强化与非西方国家的紧密联系，以抵御来自西方的压力。

3.致力于实现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更紧密的合作
8月24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俄方倡导上合成员国“改进军队训练方式、举行联合军演、构建信息共享机制”，提出“应重点打击无人驾驶飞行器，确保信息安全和生物安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门之间应加强业务信息交流; 应制定打击非法武装编队的新方法，以提升上合组织的军事潜力”。这表明俄罗斯在俄乌战况胶着的背景下谋求上合组织更广阔的军事合作，不仅为增加与北约、印太战略对抗的筹码，也有利于维护中亚各方稳定的局势。
俄罗斯舆论界也撰文指出，“北约（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目的是破坏地区安全，这一点近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上合组织能为成员国保障地区安全”。

4.积极推动贸易“去美元化”
在上合经济领域的合作上俄的态度或较之前更为积极。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新冠疫情的经济下行使得俄罗斯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原有的经济合作力度会加大——大宗商亟须寻找出口替代渠道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是极好的贸易伙伴，SPFS取代SWIFT的进程也需提上日程（例如俄近日呼吁在上合建立超国家货币、“贸易去美元欧元”、深化和推广金融领域的合作等），俄罗斯外交部长曾表示，最佳解决方案是在相互结算中从美元逐渐过渡到国家货币；另一方面，经济制裁或许会倒逼俄罗斯经济转型[footnoteRef:1]——将经济合作从能源转向高新技术、贸易等更广阔的领域。 [1:  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J].俄罗斯研究,2022(02):62-88.] 


三、俄罗斯与金砖国家
1.经济诉求：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匹配的愿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接受惨淡的经济现实的同时开始转型，但一直有着经济实力与军
事实力不匹配的弊病，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稳健，再加上21世纪以来的多次战争和西方或明或暗的制裁，工业投资比重少、资源出口比重大的产业结构问题一直困扰俄罗斯。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俄罗斯希望通过走出经济困境成为世界多极中“较为出色的一极”，从而达到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全面康复。而金砖国家的经济对话机制保证了俄罗斯在面临欧美制裁时仍可以进行广泛多层次的经济合作交流推动经济转型。而当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匹配时，俄罗斯将不再是一个依靠资源出口与贩卖军火的非健康经济体。

2.政治诉求：对国际地位与大国形象的追溯
两极对峙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事件最终结束，而俄罗斯作为失败方苏联的最大继承者，在独立的那一刻便具有了昔日辉煌与今日没落相冲突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并非国际观测者通过苏联与俄罗斯对比所进行的揣度，而是得到了实际性的验证：在昔日冷战时期，苏联是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 并在诸多领域与美国达成了影响世界进程的决定。然而在1992年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访美期间，其主动向美国提出建立俄美同盟的建议竟遭到立刻回绝，而且并未像其他前加盟共和国一样接到美国加入北约的邀请。这无疑是对俄罗斯大国使命感极大的打击，而且鉴于苏联解体的底色便是其意识形态的转变，现实的惨淡让俄罗斯更加意识到美国希望继续称霸的野心。自此，随着叶利钦的下台与普京的继任，俄罗斯对俄罗斯大国地位与形象的诉求更加明显，并在积极构建非西方国际秩序体系对外政策的影响下展开。
金砖国家或多或少有着与俄罗斯共同的政治外交诉求，虽然不尽相同，但也都有着作为新兴国家对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的追求。中国、印度作为新崛起的上升期大国希望自身国际政治影响力能与经济实力相匹配，巴西、南非也希望谋求更多的国际政治地位；除此之外，金砖国家组织还是一个没有任何以英美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参与的非西方全球性组织，俄罗斯可以在该组织内将自己的诉求放大化、集体化，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被开除八国集团后俄罗斯对金砖国家活动更加关切，其原因也在于其放大化、集体化自身诉求的途径变得更为窄小，因此将更多目光注视在金砖国家的活动上。


